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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討論明朝政治勢力進入大理山鄉之時，土官如何透過地方傳統

的再造來建立其政治聲望。自明中葉以來，雞足山逐漸出現在大理地方文獻，

經過文人不斷的書寫與傳播，明末時已成為天下知名的佛教聖山。從外表看

來，雞足山的出現是明末佛教文化發展之一種表現，也是中原禪宗法脈流傳

到西南邊地所造成的後果。然而，本文試圖從明朝大理山鄉政治生態以及四

周土官政治勢力的消長來討論雞足山之形成與地方社會的關係。 
有關雞足山之研究，較早可見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一書。書中對

雞足山諸僧諍訟與佛教社會經濟著墨甚多，反映了明末清初雞足山逃禪遺民

之興盛，也說明了雞足山佛教世俗化的情形。1 然而，雞足山不只是佛教聖

地，也是一個充滿傳說的地方。侯冲認為雞足山傳說是明朝大理文人托古寄

情的集體創作，而雞足山禪宗各法脈之興起，有助於雞足山成為禪宗祖師大

迦葉之道場。2 上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雞足山禪宗法脈、僧諍，以及當地文

人有意烘托聖山形象的討論，這些都是了解明朝雞足山佛教史的重要研究，

也是本文得以進一步論證的重要基礎。  
然而，山岳崇拜原來便是古老的地方傳統。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

從民間節慶的研究中指出，許多地方的節慶活動多源自於古老的山川祭典。3 

在政治持續發展過程中，不同政權將這些山川神明納入更大的宗教體系，使

其成為鞏固政治的宗教力量。如 James Robson對天下名山南嶽的研究指出：
政權往往透過佛教與道教的力量，將南方大山納入天下聖山體系，以此來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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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治治理的基礎。4 聖山不僅滿足了上層政治的需求，也是草根性社會實

踐宗教的傳統領域。當明清帝國向外擴展時，邊陲人群也會試圖將其山神塑

造為具有歷史敘事的英雄或是祖先，使其成為特定地域或為特定人群所供奉

的神明。5 聖山所呈現的不只是表面上的宗教與文化現象，也說明了不同的

人群在既有的文化資源與歷史條件下，共同積極參與、競爭並塑造了聖山多

元的性格。那麼，雞足山形成過程中，大理四周之山鄉社會扮演什麼角色？

以下分為二個研究脈絡，一是雞足山之地理位置及其四周之政治設置；二是

雞足山諸山志的書寫及其政治脈絡。 
明朝採取了土流並置的方式來治理大理地區。首先，朝廷施行了一套新

的軍事與行政制度，將元朝所設置的大理路軍民總管府改設為大理府，派流

官治理之；又設大理衛都指揮使，以衛所制度統攝大理之軍事；在偏遠之州

縣設有土知州、土知縣以及土巡檢之屬，委由土官治理。然而，廣大的山鄉

地區仍有為數眾多尚未歸服之夷民以及未及治理之區，必須仰賴降明土官為

之羈縻管轄。再者，大理府雖設流官，四周如鶴慶府、姚安府與北勝州皆置

土官，是為土官轄地。在大理府與姚安府之間的山鄉是資源豐富的所在地，

其資源包括了金、銀以及鹽產之區；山鄉地位也極其重要，其地北臨金沙江、

北勝州，可通四川；西可通鄧川州；西北通鶴慶、麗江；南抵雲南縣。自古

以來山鄉有南北通道往來各地：其一是自北勝州南下通往賓川，抵雲南縣；

另一條通道自麗江、鶴慶南下經由黃坪（即羅川），經雞足山，可抵煉洞與賓

川，再通雲南縣。第三，雞足山雖然位於大理府洱海東北一隅，明人馮時可

曾以「雖深山，實孔道」來說明雞足山在整個山鄉交通地位上的重要性。6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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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隸屬劃歸大理府太和縣，是流官治理之轄區，但因該鄉背後腹地之山

形叢曲難治，是流官所不及之地。明初以來，大理府和姚安府二府之間山鄉

擾攘，持續二百餘年的山鄉夷亂，名為鐵索箐夷亂。弘治年間，官府增置軍

事衛所大羅衛，又增置行政州署賓川州，但仍無法撫平山鄉之亂事。時人描

寫賓川州四周之地理時，以「鍾英東峙，雞足西盤。內擁赤崖、鐵索之盤區，

外遶金沙、洱水之天塹」，可知在賓川州東西二面皆為險峻之山，一為鍾英山，

一為雞足山；北有金沙江環伺，西有洱水為屏障，居其中者為「赤崖」與「鐵

索」，這二個地方正是山鄉夷亂之核心區。7（見圖一）明初以來每有動亂，

官府便動員周邊土官入山撫亂，終於在萬曆年間暫時控制山鄉夷民。隨著夷

民動亂以後，外來之行政軍事機構逐漸進入山區，土官如何進入山鄉協助官

府治理山鄉，便涉及了土酋、土官以及官府等不同勢力在區域社會中相互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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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競爭與消長的過程。雞足山之所以逐漸受到重視，與此時朝廷力量深入

山鄉以及四周土官勢力趁勢崛起有關。上述山鄉地理、夷民動亂以及行政與

軍事的部署，是我們在討論雞足山時必須要留意的地方史脈絡。 
「雞足山」的典故源自於印度佛教，據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記載：「迦

葉承旨，住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厭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

足山。」玄奘到印度求法的經驗告訴我們，印度佛教之創教者釋迦牟尼將佛

教正脈傳給大弟子迦葉（MahƗkƗĞyapa）尊者，大迦葉承續正法，入滅於雞足
山（Kukkuta Padagiri），並在雞足山等待未來佛彌勒降生，將象徵佛教正脈
的袈裟傳給彌勒佛。從印度佛教史來看，雞足山位於現今印度比爾省（Bihar）
的葛帕（Gurpa）地區，應無爭議。8  
印度雞足山之所以移植到大理，一方面與當時人們對古代印度地理知識

的了解有限，一方面也與大理地處邊境，且具有濃厚的佛教文化傳統，使得

時人對印度異域的想像得以投射在大理境內有關。然而，塑造雞足山形象的

重要推手還是在於一批通曉佛教原典的文人密集投入編修與增修山志。明末

清初短短的百年間，雞足山歷經了四次山志的編纂與增修：第一次是明末大

旅行家徐霞客（1587-1641）到雲南旅行，受麗江土官木增（1587-1646）的
請託，寫了第一本《雞山志》，此志已散佚。第二次是明亡之際，南明巡按貴

州的錢邦芑（?-1673），因削髮出家，避世雞足山，號為大錯和尚，他以前志
不存，山中無志，遂編纂《雞足山志》。9 第三次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
首任雲南總督范承勳（1641-1714）久聞雞足盛名，以舊志內容多神怪不實，
僧人以大錯和尚之殘卷請他增補，范承勳遂以「退時之暇，聊為刪其蕪陋，

補其闕略」，10「厭惡札之淆漓，卻撮醇去玼」，11 進而在大錯和尚山志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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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增修《雞足山志》（後文簡稱范《志》）。12 第四次編山志，是繼范《志》後

十年，姚安土官高奣映（1647-1707）又編纂了一本《雞足山志》（後文簡稱
高《志》）。雞足山在短短百年內就經歷了四次山志的編修。13 
二位土司在山志編纂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他們世系聯姻的關

係更說明其角色背後的代表性意義。姚安土官高奣映自其父親以上三代皆娶

麗江木氏土司之女兒，高奣映的祖父高守藩與父親高 皆因年幼喪父，為顧

及年幼土官的安全，自幼「潛移」麗江府，在外祖父的庇護下撫養長大，麗

江府木氏土司對姚安土司的影響應是至為深遠。高奣映也受到母親木氏的影

響，亦深受外祖父木增之感召。14 明末木增請徐霞客首次編寫《雞足山志》，

後來高奣映又編修山志，這二件事看起來不甚相關，但從上述之土司聯姻與

受庇護情形來看，貫穿這二本史冊背後的是土司的地方意志與歷史意識。對

身為滇西北與滇中的二位土官來說，雞足山雖隸大理府，但他們卻如此關心

山志的編寫，說明了雞足山對四周土官社會的重要性。 
高《志》在後世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主要是因為其內容神異怪誕，

世人以其不足為信，不甚流傳。15 但是，高奣映在其《雞足山志》中寫下一

段明志之言，內容非常值得注意，他說： 

䁕ⰚᔹΦࢭۏǴഖྏϐྏࣁǴՖаόݯځΨǶϻଗ႖ٓϩǴ߫ۘՖа

Ӛ౦ځΨǶԜځύԖᜤаܴقϐخޣǶᖐߞՕϐ߫ǴัځཀаྏޕǶ

ฅϐقࣁǴჱૈҠαЯǻՠϐܭՕςԸǶ߾೯ྏϐՕ߫ԾᚊىξۈǴ

ᐱόёа೯ྏϐՕ߫דᚊىЯǻԜՕ߫ϐܭଗדคᜢਜǴΏܭξדਜ

------------------------------------------ 
12  夳拊恎刹个炻劫㈧⊛⡆ᾖ炻˪ 暆嵛Ⱉ⽿ 炷˫ẍᶳ䯉䧙劫˪⽿ 炸˫ʕ  
13  㚱斄˪暆嵛Ⱉ⽿˫媠䇰㛔㭼庫↮㜸炻⎗⍫惕⽿よ炻˨ 暆嵛Ⱉ媠⽿䯉㜸 炻˩㓞㕤㰰⭞㖶ᷣ

䶐炻˪ 檀⤋㗈䞼䨞㔯普 炷˫㖮㖶烉暚⋿↢䇰普⛀ˣ暚⋿伶埻↢䇰䣦炻2006炸炻枩 117-140ˤ
冺䐄炻˨ Ⱉ⽿妨ˬⰙ 烉˭ẍ檀⤋㗈˪暆嵛Ⱉ⽿˫䁢ᾳ㟰 炻˩˪ 㮹㕷⬠↲˫2013.3: 61-69  ʕ

14 ˪檀㮷⭞嬄 炷˫ⲯ䤶Ḵ⸜炷1629炸炸炻䵺⋩ᶱ⸜炷1887炸⼴塼⬓檀⚳㦹㈬媬炻2003 ⸜

檀㮷⼴塼墯墥ˤ 
15  㮹⚳⇅⸜嵁喑冯㛶㟡㸸⍰䶐个Ḯ˪暆嵛Ⱉ⽿墄 炻˫ℏ⭡㛒㍸⍲檀˪⽿˫ʕ 夳嵁喑ˣ㛶㟡

㸸廗炻˪ 暆嵛Ⱉ⽿墄 炷˫㎂ⶆ烉⺋昝㚠䣦炻2006炸ʕ ὗ⅚㚦䴻⮵檀˪⽿˫䇰㛔忚埴㟉⮵炻

夳˨ 檀⤋㗈˪ 暆嵛Ⱉ⽿ 㕘˫嬀烉ẋ溆㟉⇵妨 炻˩㓞㕤檀⤋㗈叿炻ὗ⅚ˣ㭝㙱㜿溆㟉炻˪ 暆

嵛Ⱉ⽿溆㟉 炻˫枩 1-17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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ϐǴᙯܴځᜤܴǴወݯࡹϐᜢᗖǶ
16 

此言相當隱晦，大抵是批評府州縣這類以「郡志」為中心的歷史視野，以及

「郡隔邑分」的書寫架構，無法通盤了解雲南的歷史。他認為如果要理解雲南

歷史，必須從雞足山開始。雲南歷史始自於佛教，通滇之風俗也是佛教，而

雲南佛教之起源地亦在雞足山，那麼若要了解雲南歷史，是無法以行政切割

後的郡志界線作為歷史知識的架構。這是一段非常具有土官歷史意識的文

字，也說明了他的地方使命感，而這正是他何以要從雞足山的角度來重構雲

南歷史的主要原因。從上述角度來理解木增與高奣映的身分與背景，那麼高

奣映所撰寫的《雞足山志》是有別於一般山志之地位，不僅具有宗教史的意

義，也具有分析土官政治與歷史的價值。 
本文以傳統再造與儀式正統二個角度來討論土官經營雞足山之道。此二

者基本上是一體二面的概念，前者是土官面對地方社會的政治訴求，而後者

是土官面對朝廷時的政治訴求。首先，筆者採用「傳統再造」一詞，主要是

因為自南詔末期以來，佛教是大理社會運作之政治模式，也是區域社會的傳

統。所以土官在宣示地方治理權的策略便是興建佛寺，以此強化根深蒂固的

地方傳統；更重要的是，此傳統也可以用來適應明代以後政治制度的變化，

而「儀式正統」便是從中衍生出來的政治策略。明朝在天下推動全國一致的

儀式規範，上至天子下及鄉里庶民，不同層級之社會身分皆制訂相關之禮法

以維繫天下社會的秩序。17 在此治理架構下，土官在全國政治秩序與配套之

儀式中的身分相當糢糊，尤其當土官地位不斷被削弱時，而中央政治卻愈來

愈仰賴土官在軍事與財政之奧援時，他們便採取傳統政治策略ȹ建立佛寺

向朝廷爭取地方正統地位ȹ來維護自身利益與政治聲望。藉本文可以更清

楚地看到雞足山成為佛教聖山表象下，潛藏著一段地方土官積極爭取生存空

間以及歷史話語權的過程。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來討論：一、雞足山的出現；二、山鄉動亂與佛寺；

三、土官、佛寺與土地商品化；四、麗江木氏土司與儀式正統；五、從明王

------------------------------------------ 
16  檀⤋㗈叿炻ὗ⅚ˣ㭝㙱㜿溆㟉炻˪ 暆嵛Ⱉ⽿溆㟉 炻˫⌟椾˨⽿ἳ 炻˩枩 10ˤ 
17  ⍫夳 Kwang-ching Liu, “Introduction,” in Liu,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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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迦葉傳說。 

˟ăᗗ֖̋۞ன�

雞足山位於大理府之東部山區，地處洱海東北隅，因山形曲折蜿蜒，元

朝志書以九曲山稱之。傳統志書對九曲山的描寫不多，皆以地形峰巒幽曲為

要點。18 明初《寰宇通志》繼承元志，記載：「九曲山，在西洱河東北百餘里，

盤折九曲而上，頂有石門，高不可入。」19 指出九曲山山上有一座高不可入

的石門，幽曲深徑、難以親近。明中葉以後，「迦葉授金蘭入定」的傳說開始

在九曲山出現。最早一份志書是《正德雲南志》，其文記載：「九曲山，在賓

川州，去洱河泉百餘里，峰巒攢簇石洞，人莫能通。相傳此山乃迦葉授金蘭

入定之所。」20 
除了地方志所記載的九曲山外，地方社會對九曲山也有不同的敘事內

容。當地之土人稱此山為三峰山，或是青巔山。明初海東一份〈大理府老人

楊惠墓誌銘〉，有一段海東地理的描述，提到了三峰山： 

ੇܿᙑӜۏ䐇ਲଗǴϞࣁׯՉϯໂǶܿԿଯϐᔂǴԭೱࣿࡾǶࠄԿ

ҏਢᝊξǴߙᜬȐ៹ȑᡀ༣ǶՋԿᇇξࢯНǴξޮሌഓǴНᗦߎᓪǶчԿ

ЦࡂξǵهНݞǴξߏНᇻǴԮЕޱᘀǶύԖΟঢ়ξǴξԿځଯǴᜦғ

ోǶ
21 

此鄉位於山地綿延之區，東西南北四至皆有山水延伸，鄉的中心卻是一座三

峰山，「山至其高，雲霧生焉」。從整個雲貴高原的地形上來看，壩子依侍著

山而形成，海東行化鄉僅是深山叢箐間被劃為行政地區的聚落，所以村民對

------------------------------------------ 
18  ⃫炽ἄ侭ᶵ娛炻˪ 㶟ᶨ㕡廧⊅奥 炷˫㓞抬㕤㕡⚳䐄ᷣ䶐炻˪ 暚⋿⎚㕁⎊↲˫䫔 3 ⌟炻㖮

㖶烉暚⋿⣏⬠↢䇰䣦炻1998炸炻˨ ⣏䎮嶗 烉˩ˬ ḅ㚚Ⱉ炻Ⲙ㓊䮯炻䉨⤪咖剙炻䚌㚚ḅ㉀炻

⛐㳙㱛㜙⊿ 炻˭枩 111ˤ 
19  㖶炽昛⽒炻˪ ⮘⬯忂⽿ 炷˫冢⊿烉⺋㔯㚠⯨炻1968炸炻⌟ 111炻枩 165ˤ 
20  㖶炽␐⬋沛个炻˪ 㬋⽟暚⋿⽿ 炷˫㓞抬㕤㕡⚳䐄ᷣ䶐炻˪ 暚⋿⎚㕁⎊↲˫䫔 6 ⌟炻㖮㖶烉

暚⋿⣏⬠↢䇰䣦炻2000炸炻⌟ 3 ⽿ 3˨⣏䎮⹄ 炻˩枩 136ˤ 
21 ˨⣏䎮⹄侩Ṣ㣲よ⠻娴所 炷˩1424炸炻㓞㕤㣲ᶾ懢ˣ⻝㧡剛ᷣ䶐炻˪ ⣏䎮⎊㚠炽慹䞛䭯˫

䫔 10 Ⅎ炷⊿Ṕ烉ᷕ⚳䣦㚫䥹⬠↢䇰䣦炻1993炸炻枩 34 ᶲᷕ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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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描寫並不馬虎。宣德六年（1431）海東鄉民重修了一座神廟，廟碑中提
到： 

ϻቴޣΏђᙬဃნǴۏࢂԀΜΖઓϣቴΨǶځቴՋԖݞࢯǴܿ ӛΟঢ়Ǵ

ԿགԿᡫǴคԖКЯǶ
22 

碑中指出當地有十八堂神廟，供奉佛教守護神大黑天神，廟東向三峰，用的

也是三峰山。除了大黑天神以外，海東還流傳著西天廣目天王和二十一力士

神的傳說。次年，宣德七年（1432）海東鄉民又重修了一座「應國安邦神廟」，
碑刻中記載了大理古代國王封神的歷史傳說。其中，有一段是南詔建國觀音

封廣目天王鎮守在雞足山頂的故事： 

ϻԾђᢀॣεγவՋϺ܆܆ၸϯယཾǴ䅤ᗺᇇϐଯǴੇࢯϐᔆుǴဃᙬ

คКǴځࡌ୯ᘛǶࡕፎՋϺቶҞϺЦᙼΐ܆܆ҡᚊىξഗǴᏱៈࢰϣፏՕ

ნࣚǶϷࡕǴࠄຕᆾМሙᛥስЦځـԿဃനᡫǴ൩ۏܭԀ܆܆ঢ়Ǵѓᠯ

྅ӹǴፎ൚ᆢύǴ൧ѰѓᇶᖀΒΜΚγઓࣺǴࡌᙲǴᐋЕᘀහǴ㻌ࡉك

ဃቺ܆܆܆០ٕᇶ҅ǴᱸൾྐؠǴᒴᅽ౺ǴࣁථБϐβЬΨǶ
23�

這是最早出現「雞足山」山名的碑刻史料，但此雞足山的描寫卻沒有涉及佛

經典故裡的大迦葉的故事，反而描述南詔時期二度封山神之情形：第一次是

南詔建國之初，觀音教化大理，觀音請廣目天王鎮守雞足山頂，擁護洞內諸

佛淨土；第二次是南詔閣羅鳳（752-779）時，見其山「至聖最靈」，在孟州
各山峰封了二十一力士為地方保護神。換句話說，依此地方碑刻的描述，早

在南詔時期便已封廣目天王為雞足山山神，也封賜二十一力士為轄境內之土

主守護神的情形。24 
另外，雞足佛寺常住碑刻〈雞足山石鐘寺常住田記〉，刊刻於正統九年

（1444），碑中指出了雞足山是一座至神至靈的神山。其內容記載著：「雞足，

------------------------------------------ 
22 ˨慵ᾖ䘥䤆➪䤆⺇姀䠹 炷˩1431炸炻㓞㕤˪⣏䎮⎊㚠炽慹䞛䭯˫䫔 10 Ⅎ炻枩 36 ᷕᶳ  ʕ
23 ˨ㅱ⚳⬱恎䤆⺇姀 炷˩1432炸炻㓞㕤˪⣏䎮⎊㚠炽慹䞛䭯˫䫔 10 Ⅎ炻枩 37 ᶲᷕˤ 
24  ⛇ᷣ㗗暚⋿⛘⋨䘬㛹句⬰嬟䤆炻⛐暚⋿⛘⋨䚠䔞㘖念ˤᶨ凔Ἦ婒炻⛇ᷣᷳ䧙㳩⁛㕤㹯

㜙炻⛐⣏䎮⇯⣂ẍ㛔ᷣ䧙ᷳˤḴ侭⍿⇘ᶵ⎴㬟⎚㡅ẞ䘬⼙枧炻䤆㖶⿏岒ḇ㚱ⶖ⇍ˤ

⍫夳炷㖍炸㨓Ⱉ⺋⫸炻˨ 暊攳ˬ⛇˭䭬䔯烉斄㕤䘥㕷⬰嬟䤆䷥䧙䘬䞼䨞 炻˩⊿Ṕ⣏⬠Ṣ

栆⬠䞼䨞䶐炻˪ 㜙Ṇ䣦㚫䞼䨞 炷˫⊿Ṕ烉⊿Ṕ⣏⬠↢䇰䣦炻1993炸炻枩 109-120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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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名山也。風景靈異之跡，聖賢標指之名，不盡縷紀。」25 這是一批永樂

年間在雞足山山腳煉洞甸開荒成功的地方檀越，因開荒得田，合力捐給山上

石鐘寺常住土地的一份碑刻。需要注意的是，永樂年間官方已在雞足山附近

之賓居、白塔等處採銀，衛所軍隊之勢力已經進入到此地。也在同時，雞足

山古老的佛寺石鐘寺已有少林寺之僧人重修並主掌此寺。26 所以，當這批開

荒捐田的檀越將土地捐給石鐘寺時，還要請「雲南都司事都指揮使」定奪，

可知明初以來雞足山腹地相關新興勢力的進入。27 也就是說，隨著土人、外

來軍隊、開荒移居等不同人群的進入，展開了各種不同性質的開墾活動。 
上述之志書與碑刻分別提供了相當不一致的雞足山面貌。明代大理名士

李元陽（1497-1580）整合地方碑刻和官方志書，將此二類敘事文本之不同
版本結合在一起。嘉靖年間，李元陽編纂《大理府志》，將大理府境內的雞足

山與點蒼山等地，描寫成一幅古天竺之所在地。28 李元陽出身大理土著世家，

透過科舉晉升成為朝廷官員，成功轉型為主流的士大夫身分，他所撰寫的《大

理府志》對雞足山傳說的定型與傳播扮演著一定的重要性。他把地方上有關

三峰山與志書中九曲山的二種名稱整合在一起，加上迦葉入定的故事，將之

轉化成一組完整的雞足山傳說。他在〈賓川雞足山〉項下記載： 

ӜΐԔᠯǴڻ။ǴΟঢ়ସϛǴӵᚊىฅǴഗԖҡߐǴ៳ӵࠤᚅϐރǴ

ШՕεηोယݢӺՕՊܭԜξǴаࡑᔆୌǶ
29 

李元陽稱雞足山為九曲巖，此九曲巖應是志書中的九曲山。他又吸收當地人

對三峰山的認識，以三峰如雞足之狀，將三峰山和雞足山連結在一起。他在

「賓川迦葉門」特別記載其事：「俗呼華首門，此迦葉波入定之地，在雞足山

------------------------------------------ 
25  昛㶝㑘炻㣲溤㚠ᷡ炻˨ 暆嵛Ⱉ䞛揀⮢ⷠỷ䓘姀 炷˩1444炸炻㓞㕤˪⣏䎮⎊㚠炽慹䞛䭯˫

䫔 10 Ⅎ炻枩 45 ᶳ-46 ᶲˤ 
26  檀˪⽿ 炻˫⌟ 5˨⺢伖 炻˩枩 199ˤ 
27  昛㶝㑘炻㣲溤㚠ᷡ炻˨ 暆嵛Ⱉ䞛揀⮢ⷠỷ䓘姀 炻˩枩 45 ᶳ-46 ᶲˤ 
28  㛶⃫春炻暚⋿⣏䎮⣒䷋Ṣˤ▱曾Ḽ⸜炷1526炸ᷕ忚⢓炻㌰侘㜿昊⢓炻㑘㚱▱曾˪⣏

䎮⹄⽿˫冯叔㙮˪暚⋿忂⽿˫ʕ  
29  㖶炽㛶⃫春炻▱曾˪⣏䎮⹄⽿ 炷˫⣏䎮烉⣏䎮䘥㕷冒㱣ⶆ㔯⊾⯨侣⌘炻1983炻暚⋿䚩

⚾㚠棐啷㈬㛔炸炻⌟ 2˨Ⱉⶅ炽屻ⶅ 炻˩枩 65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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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事具仙釋語中。」30 將山頂石門附會為華首門，並整合民間各種不同的

山名，統稱之為雞足山。自宣德到嘉靖年間，青巔山、三峰山、九曲山到雞

足山各種地名反覆出現，說明了此地被不同視角與眼光關注的過程。 
與此同時，山鄉社會也面臨了重大的衝擊與挑戰。大理府和姚安府二府

之間的廣大山鄉動亂不斷，自明初以來，持續幾近二百年之久，明朝數次派

遣巡撫指揮使軍官入山招撫圍剿，史上稱之為鐵索箐夷亂。31 直到萬曆年間

雲南巡撫鄒應龍入山親自剿賊，才平定亂事。此役收錄於《萬曆武功錄》，成

為官方歌頌的偉業，可知此亂事危及邊區政治之嚴重性。32 本文不在此贅述

其細節，雞足山盛名的形成與此逐漸深入山鄉的外在力量有關。 

ˬă̋ฏજใᄃҢъ!

明朝對山鄉的治理多仰賴土官。對降明土官而言，山鄉並不是陌生之區，

而是他們擅長往來經理的場域。山鄉雖被劃入未及治理之區，但土官們非常

清楚與四周山鄉人群合作與結盟是區域政治的常態。所以，每當山鄉發生夷

民動亂之時，官府便調度四周土官與土兵前往招撫並平定夷亂。首先徵召的

有北方北勝州土官高氏以及鄧川州土官阿氏。最早在嘉靖二年（1523），兵
備副使姜龍令北勝州土官高崙負責督捕山鄉亂事，並令他到賓川煉洞一地捕

盜並安置山鄉流民；李元陽之嘉靖《大理府志》記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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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引文提到北勝州土官高崙到賓川協助捕盜，安撫流民，恢復夷民舊業。從文

中提及修復「古渠」之句來判斷，可知昔日該地已有古渠供夷田灌溉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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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夷民社會也有農耕社會之規模。但是，後來因為修復古渠之經費沒有著落，

歷任之官員皆不得其法而行。除了高崙受徵召平山鄉夷亂，其子高德、孫高

承祖等也陸續參與後續之剿賊與招撫事業。乾隆《永北府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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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由於正史與志書對土官描寫有限，我們很難得知高崙等土官如何招撫流民的

細節。但是，從高崙、高德到高承祖三代土官皆奉令徵調平賊亂，甚至在嘉

靖二十八年之時，撫按總鎮會議「委令管理」赤石崖，可知北勝州高氏投入

山鄉治理，對於山鄉之夷民夷地之治理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應是無疑的。 
同時，鄧川州土知州阿氏也從西面受召調入山招撫夷亂，雲南巡撫鄒應

龍欲蕩赤石崖時，調派鄧川州土官阿國禎以及其轄下之土兵征伐之，論功敘

獎。《滇志》記載阿氏土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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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阿氏土官居處羊塘里，此地又稱羅川，位於鄧川東山一帶，即今日之黃坪，

位於雞足山山後，扼守著雞足山通往鶴慶、麗江之重要孔道。當時阿這土官

「所部皆爨屬」，所統領的多為山上強夷，並轄有山鄉十位土巡檢。36 阿氏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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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在大理四周山鄉的勢力不容小覷。二位土官前往招撫與圍剿流民，主要是

因為北勝州和鄧川州自古便有通道南下進入此山區，是以在地緣關係上扮演

重要的角色。當時，受徵召入山剿賊除了有北勝州和鄧川州二位土官，還包

括其他地方的土縣丞之屬，他們在協助明朝官兵弭平夷亂之時，也逐漸將其

勢力進一步延伸到山鄉中。 
雞足山地處此片山鄉極西之處，曾是山夷躲藏之處，更是官府「殺賊」

必經之道。37 亂事平息之餘，土官在山上興建了許多佛寺，明朝官員也透過

興建佛寺，一面消弭動亂的暴戾氣氛，一面藉佛教與佛寺來教化並招撫夷民。

當時積極參與建寺的土官們包括：北勝州高氏、姚安高氏、麗江木氏、鄧川

阿氏、洱海土縣丞楊氏，甚至更遠的還有南方威遠州土官刀氏等等。38 這些土

官在夷亂初期，便受命到山鄉進行招撫，雞足山幾座主寺，也多由土官主持

興建。其中之一為迦葉寺，正德年間北勝州土知州高世懋應僧人圓成之募，

捐資鑄銅瓦為傳燈寺。傳燈寺原名迦葉寺，因以銅為瓦，又名為銅瓦殿，是

雞足山主寺之一。39 李元陽曾修復之，又稱之為迦葉院。40 從北勝州土官高

崙、高德到高承祖三代奉令徵調，到第四代高世懋在雞足山捐建傳燈寺，說

明了高氏百年內被官府授權治理並經營南方一大片山鄉的情形。重要的是，

接下來的土官高世懋年幼喪父，其母木氏「撫孤」並代兒子高世懋管理轄地。

值得注意的是，此嫡母木氏是麗江府出身。雲南土官往往以奉母命為由修建

佛寺塔院，她很可能在推動高世懋在雞足山建寺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雞足山另有一座迦葉殿，又稱為袈裟院，與鄧川州之土官世家有密切的

關係。據二本山志所載，此迦葉殿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由僧人元慶募
鄧川州土官阿子賢興建，復由土官阿國禎重修。萬曆四十年（1612）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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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阿岑增修迦葉殿，僧人又向姚安土官高鳳募建萬佛銅塔。41 然阿子賢是鄧

川州第二任土官，據阿氏墓表指出，阿子賢卒於洪熙元年（1425），不可能
在嘉靖年間籌建迦葉殿。42 但這很可能說明了鄧川州阿氏土官長期護持迦葉

殿的興建與重修。第三座佛寺是大覺寺，嘉靖四十二年（1563），僧人儒全
向洱海土官楊宗堯募建小庵，到了萬曆三十年（1602），僧可全又向姚安土
官高齊斗募資擴寺，將此小庵拓建成為大寺，是為大覺寺。這座大覺寺後來

成為姚安土官高氏之家族佛寺，明亡時，姚安土官高 出家於此，其子高奣

映復建大殿，捐常住，每年在山上舉辦香客齋茶等事，每遇其父母忌日亦在

寺中延僧誦經舉行法會。大覺寺儼然是高氏土官薦亡祭祖之所在地。 
在平定夷亂的過程中，佛寺在山鄉腹地也扮演了官夷對話的平臺。撫夷

官員和當地夷酋曾經約定在佛寺談判，亂事過後，官員也透過興建佛寺來招

撫夷民並安置流民，顯然佛寺不僅具有整合與協調山鄉夷民與官府二方之功

能，佛寺也是維持山鄉社會秩序的宗教中心。在雞足山腹地的新附地區有二

座佛寺，一是慶豐寺，一是水月觀音寺。我們可以從建寺的歷史得知佛寺對

安置山鄉夷民所象徵的政治意義。慶豐寺位於雞足山腳，其興建緣起是官府

招撫山鄉夷民時，令夷魁在雞足山腳與之和談，雙方和談會議中決議興建慶

豐寺作為誓盟之所，以示不忘之志。外表看來，慶豐寺的興建只是官府和夷

酋立約之處，但設置此寺不僅止於行為教化的規範，也具有水利灌溉的功能。

其寺旁有甘泉，此泉水成為灌溉良田的重要源頭，佛寺也成為統籌鄉里水利

之所在。在農業治理的過程中，慶豐寺興建的個案告訴我們：佛寺象徵著官

夷誓盟的所在地，也是國家與鄉里社會二者相互建構的合法性基礎。43  
另外一座佛寺是水月觀音寺，又稱為赤川觀音寺，赤川就是赤石崖，位

於山鄉夷亂核心區之一。軍官平亂期間曾短暫安撫赤石崖夷民，興建了赤石

崖城垣、公署與廟宇來安置流民。44 但夷亂撫之又起，最後官府只好依據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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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顯靈的傳說故事新建了一座觀音寺。這座水月觀音寺有一段特別的傳說：

萬曆年間，雲南巡撫鄒應龍奉命到大理山鄉剿賊亂，直搗赤石崖。據說，他

在山腳下看見一位白鬚老人，忽立於巖前，忽而消失不見。鄒應龍甚感怪異，

遂以觀音默示為由，建立了水月觀音寺，供奉白鬚老人觀音。白鬚老人的傳

說在大理相當普遍，且具有悠久的歷史，祂在夷民心中的地位也根深蒂固。

自古以來當地便有南詔大理開國觀音的故事，其觀音以梵僧形象出現，而此

白鬚老人便被視為觀音的化身。史書記錄這樣的傳說強化了官府平亂的合法

性，也象徵著明朝在山鄉建立政治正統性的地位。所以，鄒應龍不僅將他所

看到的白鬚老人附會成具有正統地位的觀音，也試圖興建觀音寺來整合那些

由盜匪身分轉入赤石崖里的夷民。 
鄒應龍不僅興建了水月觀音寺，也將赤石崖諸夷納入里甲，設置了赤石

崖里，轄有四十村。據地方碑刻指出：此寺建後，觀音甚為靈驗，每每託夢

給鄉民，令各村相互迎請供奉。所以自從萬曆年間平亂建寺以來，赤石崖里

四十村之村民每年於三月十五日輪流恭迎觀音，「遞為迎送，勝會巡臨」，直

到七月中旬中元節，才回到本寺，這種巡行活動一直持續到今日。據筆者實

地考察，該地計有四十村，每村迎請觀音到村內供奉三日，所以觀音在外巡

遊共計一百二十日，與明碑所言萬曆年間創里甲建佛寺之景況大抵相符。重

要的是，觀音巡行之地，即瘴癘不作，蝗蟲不生，風調雨順。看來，水月觀

音寺，不只是一座佛寺而已。45 依照明朝對鄉村儀式之設置來看，此水月觀

音寺更像是一座鄉村儀式聯盟之中心，但此儀式是循著地方傳統的佛教模式

來實踐的。觀音屢入鄉民之夢的真實性很難加以驗證，但鄒應龍採用觀音示

現的靈驗傳說以強調官府治理山鄉的合理性，復令四十村輪流迎送觀音，可

見其透過接送觀音的巡行作為整合社會、維持秩序的企圖。 
水月觀音寺不僅成為山鄉村落聯盟的中心，其住持僧人也是委由雞足山

寺僧分派而來。天啟二年（1622），赤石崖分巡萬公巡行到此，因為觀音屢
有顯靈，故到佛寺中禮拜，後捐貲延請雞足山覺華庵僧人前來，住持水月觀

音寺。自此以後，赤石崖里四十村便與雞足山覺華庵支派僧人脫離不了地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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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儀式的從屬關係，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清中葉時期。46 赤石崖里水月觀音

寺的設置，很清楚地說明了山鄉夷民社會傳統如何和明朝鄉里社神銜接在一

起，不同的是，其儀式專家是由雞足山寺的僧侶派駐，這種作法一方面滿足

了赤石崖里四十村村落聯盟為明朝鄉里賦役的單位，另一方面又重新恢復了

佛寺和僧侶在基層社會所扮演的儀式角色。 
除了寶慶寺和水月觀音寺，地方官員也積極在雞足山上興建佛寺閣塔。

這些官員購置山鄉土地捐作雞足山寺之常住土地，使得雞足山佛寺的勢力延

伸到山腳周遭之村落。萬曆以來，任職賓川州牧者，若想要有所作為，多以

興建佛寺的方式來穩定地方秩序。賓川州牧廖士伸在萬曆年間奉檄賓川之

時，捐四百金為之勸募三摩禪寺。47 明末賓川州牧蔣爾第，復奉憲檄，「征他

州贖鍰」，買百金之田，以為雞足山天長閣之常住田。48 對地方官而言，經歷

了盜匪夷亂之後，社會仍處在極其流動與動盪不安的局面，若將這些無人之

田捐入佛寺常住，可能是鞏固地方社會秩序的一種作法，佛寺也成為轄區內

最為穩定的一股社會力量。從山鄉新附村落與雞足山佛寺與僧人的關係可

知，佛教寺院已成為山鄉流動人群間相互組織、動員以及維繫關係的一種機

構式建置。高奣映在其《山志》中提到：「昔主政者，知捨佛無以輔教，御史

巡方，多以鍰贖置田為常住。」49 又明末《重修鄧川州志》記載其轄境內雞

足山後山的佛寺扮演著「應院道巡臨」接待夫馬之役的情形。50 陳垣在其《明

季滇黔佛教考》也提及僧徒降龍與拓殖本領種種，這些都反映了一個區域社

會的歷史問題：即山鄉治理困難，所以佛寺與僧人往往扮演著整合不同人群

以及基層社會教化的功能。51 更重要的是支持僧人與佛寺背後的政治機制以

及佛寺在地方治理時扮演特定的功能。如果從山鄉邊境治理層面來看雞足

山，主政者主動捐建佛寺之行為，其政治寓意相當濃厚，對官員而言，雞足

山的佛寺不只是具有教化意義的政治設計，也是政治不及之地的延伸性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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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當然，其他士子文人流寓者在雞足山捐建佛寺的情形也相當普遍，本文

並不是要排除佛寺背後的宗教動機與行為，就像大理士子李元陽在雞足山建

佛寺數量最多，很可能便是以對傳統文化的復興為志業。52 
隨著山鄉亂事以及官府平定的過程，雞足山也從一座沒沒無聞的青巔

山，發展成了山寺殿宇庵院林立的局面。此現象大致可歸納為二個原因：一、

佛寺具有教化夷民的功能。山鄉動亂產生了激烈的社會流動，對官府與夷民

二者而言，剿賊與教化之平衡機制在於透過佛寺來建立二者對話的可能性，

佛寺成為官府維持基層社會治理的穩定力量，也是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平

臺。二、佛寺在儀式與整合人群上的功能。不論是土官、夷民，或是外來的

新興勢力，包括了流官、文人以及從事開荒的人群，也將雞足山腹地新墾成

的土地部分捐給佛寺，使得佛寺成為整個山鄉之宗教中心。這對賓川州牧以

及四周之土官而言，皆具有相同的意義。直到萬曆年間土地清丈，雞足山之

佛寺便與四周土官以及州官產生更具體的緊張關係。 

αă˿ءăҢъᄃ˿гથ̼ݡ!

在二百年的山鄉動亂中，土官們透過地緣性的優勢條件，一波一波地進

到雞足山興建佛寺。有二個歷史條件必須特別注意，一是山鄉劃歸賓川州管

轄，又置衛所，然明軍無能入山撫亂，是以召請土官入山鄉代為招撫流徙之

民。所以山鄉至少同時並存著土官、流官與軍隊等不同的勢力。二是萬曆年

間施行賦役改革，州署開始清丈土地，整個山鄉也面臨了土地清丈的問題。

萬曆八年（1580）由雲南兵備道令賓川州「為清查寺田以崇祀典，以蘇民困
事」所發布的一份公告，其公告的內容是要求賓川州土地清丈造冊事宜，務

必將寺田、軍田與民田區分清楚，尤其昭令雞足山各庵僧將寺院田地稅糧租

穀數目，勒石碑內。53 萬曆土地清丈政策的施行，使得雞足山的常住土地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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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新的社會與政治關係。 
這段期間在雞足山護持佛教的三位土官勢力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北勝州

高氏土官，一是鄧川州阿氏土官，此二者因隨明軍徵調前往平亂，先後在雞

足山建佛寺，前文已略提及。第三股勢力，也是稍晚進入到雞足山的是麗江

木氏土官。以下分別加以論述。 
 正德年間，北勝州土官高世懋應僧人圓成之請，在雞足山捐建傳燈寺。

他之所以捐建傳燈寺，應不是一件偶發性的事件。他的曾祖父高崙、祖父高

德以及父親高承祖三代皆受官府徵調前往山鄉平亂，並且官府令其代為治理

山鄉夷民社會。再者，我們從山志所提供的其他史料來論證萬曆年以前北勝

州與雞足山的關係，也就是在此以前嘉靖年間土官入山鄉招撫夷民時，北勝

州土官很可能是透過雞足山之佛寺來處理離境飛地的問題：萬曆十五年

（1587），慈聖太后懿命頒賜「免條編雜賦」，免除雞足山寺土地條編雜派的
敕令，可知其梗概：�

ৰ܍ဃ҆ཁဃ࠹εܴ๘ࣤϼӟ Ǵ૽ڮஒࠄᚊىξԃયε۬ޔᗧ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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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ГǶ
54 

從此敕令內容得知，雞足山寺作為一個納糧的單位，每年向大理府直隸北勝

州繳納糧稅，這意味著雞足山佛寺共同承擔北勝州的 1284 石糧稅。明太祖
曾以佛寺僧人不問糧賦，設專人職司佛寺常住糧賦之事，但是在民間施行的

細節仍有待深究，雞足山僧如何納糧也是考量的重點。這份敕文指出了二個

重要訊息：一、北勝州土官很可能在奉令招撫山鄉時，將山鄉土地捐給雞足

山的佛寺。二、雖然他將賓川州之山鄉土地捐給雞足山的佛寺，但雞足山之

佛寺仍需向北勝州納糧。 
有意思的是，山鄉早在弘治年間已被劃入大理府之賓川州地，是流官治

理之區，但早期治理困難，委由北勝州土官就近代理。嘉靖年間北勝州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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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崙很可能就將其部分招撫山鄉之地捐給雞足山佛寺，委由佛寺代理。如果

依照大理地方傳統的說法，佛寺是土官領地之代理機構。也就是說，此地屬

於流官州縣之轄地，在平亂過程中卻成為土官的離境飛地。重要的是，萬曆

年間施行全國性之土地清丈之後，賓川州治流官企圖將其境內之轄地予以攤

丁入地，將雜派攤入土地之中，這便使得土官與雞足山的這片飛地也被捲入

賓川州之條編與雜派之中。照理說佛寺之常住土地理應免於丁差雜派，然而

從這份敕文強調僧人「不需」服差役，「故寺院土地仍舊應免其條編」的句子

來看，其情形似乎正好相反，其事實是雞足山僧寺往往因為常住土地而被捲

入丁差雜派的沉重負擔之中。佛寺若需承擔地方官府攤丁入地之雜派，將對

佛寺造成極沉重的負擔。是以，當山寺向皇帝要求免除雜派等請求之時，背

後便涉及了土官在雞足山寺既有的支配地位開始受到流官土地清丈的威脅。

從中可知，萬曆土地清丈前後，山寺土地產權與鄉里、豪強、土官之間之隸

屬關係不甚清楚，致使其被捲入雜派情形嚴重，遂有萬曆皇太后免去了山寺

年納北勝州之「丁差雜款」之敕文。此一敕文也說明了萬曆以來土地賦役改

革時，土官和賓川州流官對雞足山佛寺的經營權和治理權的競爭問題。 
再者，明末與清初出現二份官方核允之〈詳允雞山直隸僧戶碑〉與〈豁

免雞足山雜差門戶采買碑〉，是雞足山寺僧集體向官府呈請豁免羊塘里之雜

差碑刻，內容記載了雞足山有一筆 175石餘糧稅納入鄧川州，是因為該寺之
常住土地位在鄧川州之羊塘里（即羅川）。55 羊塘里是鄧川阿氏土官的祖莊，

據志書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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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自明初到明末以來，羊塘里何以變成雞足山寺的常住田，有二種可能性：一

與上述北勝州情形類似，阿氏土官將祖莊寄託於佛寺之下，只不過該地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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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鄧川土官境內。二乃鄧川州土官阿氏將其祖莊之地轉賣有力之人，復又成

為雞足山寺之常住土地。57 羊塘里，又稱為羅川，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其北

接明朝南衙北衙二大銀廠，也是扼守著雞足山往西北通往鶴慶麗江之山間孔

道。58 然而羊塘里之土官祖莊後來流入佛寺，應是土官區土地商品化的後果。

明中晚期以來，尤其在嘉靖年間，朝廷制定了土官承襲納銀之制，對土官政

治生態的影響頗鉅。此納銀制尤其導致土官區土地商品化的情形。59 約在同

時，雞足山也出現了僧戶的身分。具有度牒身分的僧侶，因其名下有田糧，

是以官府將之造冊納糧，稱之為僧戶。羊塘里土地之所以流入雞足山僧戶之

常住土地，一方面說明了里甲制度以外的僧人戶籍已經成為雞足山僧侶的合

法性身分，他們得以在土地商品化過程中買賣土地。羊塘里便在這個過程中

由土官直接或輾轉將土官土地轉給僧戶。60 然而問題就出在萬曆賦役改革以

後，州縣官府想要將這些僧戶土地納入雜派的對象，使得這些僧戶必須重新

向官府申明免於雜派苛擾。一份明末崇禎年間〈鄧川州奉道府廳明文碑〉記

載了：羊塘里土地被課以 175石 4斗 3的賦稅，其糧編在鄧川州里甲項目之
下，也因此被附以「里排科派侵收」。雞足山寺僧人聯合向金滄道、大理府等

「院道府老爺」批允置直隸僧戶，輸納正賦，免一切夫馬雜差。61 此文內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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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與上述之萬曆敕文相仿，但請求對象層級不及皇帝，止於院道。可知，

自明中以來，鄧川阿氏土官之羊塘里祖莊已成為雞足山山寺之常住，復因雜

派苛擾，雞足山僧成立僧戶向官府要求免其常住土地所擔負之丁差雜派。雖

然如此，羊塘里之土地仍然擺脫不了來自鄧川州里長在土官地區強制施行的

各項門戶採買以及夫差之雜派，是以山僧屢向官府申令免雜差夫役。明末清

初以來，沈重之夫馬雜役等差擴及山僧，僧寺逃散情形極其嚴重。清初雖屢

豁免雜差，流官知州里長等新興勢力，仍不斷地將夫馬雜派攤到寺院之中。

陳垣對雞足山僧人派系諍訟的描寫，甚至是嚴重世俗化的情形，應與雞足山

背後地方財政緊張、土地清丈以及土流官員之勢力消長有關。62 
雞足山寺常住田土的具體問題也可以從清初范承勳撰寫的《雞足山志》

序文中得知，其序中提到：「至於山寺土田，多在賓、鄧二州間。盈縮無常，

增損不一。其田糧賦役，自有司主之，志內俱略而弗載，懼混也。」63 指的

便是雞足山寺之常住土地多在其他山鄉腹地，萬曆皇帝曾有敕文免其雜派，

其田糧賦役又「自有司主之」，後來之鄧川、賓川二州與山僧各有爭執，令他

有難以置喙之感。 
明朝萬曆賦役制度的改革，使得土官護持佛寺這種地方政治傳統逐漸轉

化成為一種土地商品化的過程。土官將佛寺視為治理轄民以及象徵政治身分

的一種作為，其轄下之常住土地與定額納糧也成為土官產業的一部分，佛寺

可說是土官政治運作的重要經濟基礎。然而，萬曆賦役改革之時，土官佛寺

所擁有眾多之常住田土，也受到此土地清丈政策的波及，山鄉佛寺之土地也

成為流官攤丁入地時雜派之對象。土官和佛寺的主客關係在此時反而倒過

來，為因應變革，土官為保護祖莊與私莊產業，反而又將人丁與土地寄附於

佛寺產業之下。也就是說，萬曆以後，佛寺反而更像是土官政治轄域之上的

經濟保護傘，原來土官祖莊或託管的轄地逐漸因為土地商品化而轉移到佛寺

之中，也造就了雞足山佛寺常住土地背後愈來愈龐雜的政治與社會關係。 
萬曆年間一連串的邊境戰爭使得朝廷財政愈加困難，也不斷地挑戰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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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生存空間，許多土官因此背負著許多額外雜派與貢賦。當大理四周諸

土官受到政策以及土地商品化的衝擊之時，麗江土官木氏地位便不斷提高，

二者處境各有不同。首先，北勝州土官因缺錢繳納承襲所需的定額銀兩，以

1000 兩的代價將北勝州境內金沙江以外祖先留下之私莊賣給麗江木氏土
官，木氏土官復將此地捐給正在籌建中的悉檀寺作為常住土地。〈賜悉檀寺常

住碑記〉一文記載著當時木氏土官向北勝州高氏買下悉檀寺常住土地的內容： 

ѤΜΎԃȐ1619ȑ҅ДΟВҥ๊፤ᤞҖЎऊਜΓଯШܱسчയ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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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ࣁ
64 

引文敘述北勝州土官缺錢承襲使用，將祖先留下的金沙江外的私莊以 1000
兩賣給麗江木氏土司。同年，木氏土司從鄧川州土官阿岑的手裡買下土地，

隨同上述北勝州土地捐給雞足山悉檀寺作為常住，此地用於取租供辦每月朔

望聖誕法會所需的香燭齋供經費。65 此外，麗江木氏土官以供奉悉檀寺的常

住土地為由，䚴積極在雞足山周邊增購私莊，以價銀 250兩購買賓川山場添
為悉檀寺之寺產。66 也就是說，木增建置雞足山悉檀寺，捐北勝州金沙江附

近之地為其常住土地，又捐鄧川州常住作為儀式所需之香火。萬曆年以來土

地商品化的情形使得土官將從未曝光的私莊轉賣出去，土官間的土地買賣也

造成土官身分地位的消長。木增建悉檀寺之時，也正是麗江土官地位如日中

天之時，而木增地位的崛起也引起全國性的注目。 

̣ăᚊѯͩ͢˿Φᄃᆇёϒ!

麗江府位於滇藏蜀交界之區，在明中葉時，木氏土司的地位已躋身成為

------------------------------------------ 
64 ˨岄〱㨨⮢ⷠỷ䠹姀 炻˩⺽冒㜦春炻˨ ⽆⮷㧳㳩㯜⇘䴻㾇様梃ȹ渿㰇㕭忲䘤⯽㧉⺷

䞼䨞 炻˩˪ 渿㰇㔯⊾˫䵚䪁炻2013.3炻http://www.ljgc.gov.cn/ljwhdsq/841.htm炷2014.6.5
ᶲ䵚㩊䳊炸ʕ   

65  㛐⡆炻˨ 婳枺啷℠᷎Ḇ⮢⎵䔷 炻˩㓞㕤檀⤋㗈炻˪ 暆嵛Ⱉ⽿溆㟉 炻˫⌟ 10炻枩 369-370  ʕ
66 ˨〱㨨⮢䓊㪲䠹 炷˩1630炸炻夳˪⣏䎮⎊㚠炽慹䞛䭯˫䫔 10 Ⅎ炻枩 131 ᷕˤ 



࿅ݒ／σ౩ό໐ᇄπۢݽࢇȹᚘٗόգఀထόלޟԙ! 153 

西南地區最為重要的勢力之一。67 明末朝廷財政日益崩壞之時，從木氏支援

朝廷邊境之軍事活動與捐納軍餉，可知這位邊境土官的政治地位愈來愈受注

目。早先雲南大侯州叛時，木青、木增父子曾對明軍提供支援，木青先是捐

了 4000兩軍餉援軍，其子木增復以東北戰事捐 20000兩作為朝廷征遼軍餉，
木青後來被賜以雲南布政使右參政的職銜。除了捐餉，木青之父木旺以及木

青二人皆戰亡於征緬與大侯州的征調戰役。68 木氏土官不僅投身致力西南邊

境之軍事活動，也捐餉助明邊戰，捐軀助餉，實為明朝邊境之重要功臣。 
木氏土司在滇藏邊界的發展已有悠久的歷史，除了爭戰以及與四周土官

之聯姻政治，他們積極採取一套宗教策略來經營滇西北之政治情勢。正德十

一年（1516），土官木定邀請吐蕃噶瑪巴派活佛彌覺多杰赴麗江說法。明中
晚期，當木氏不斷向北方中甸與四川邊境出兵擴張勢力時，他們便以興建佛

寺的方式與北方勢力達成政治協議：當時吐蕃喇嘛噶瑪噶舉派遣高僧到麗江

說法，木氏便允諾不再出兵攻打中甸，並且答應每年派出五百名僧差到中甸。

木氏擴張滇西北邊境的同時，也透過興建佛寺、供奉活佛、派遣僧差等宗教

性活動來與不同人群建立政治結盟的關係。69 甚至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
木增以九年的時間著手刊刻藏文版大藏經《甘珠爾》，以此作為珍貴的禮物奉

獻給拉薩的大昭寺。70 木氏與藏傳佛教的關係非本文之重點，在此不多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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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木氏在雞足山的經營也與其在北方川滇邊境政治勢力的擴張有關。徐霞客

到麗江木氏府作客時，在他的旅行日誌中記載了當時吐蕃的二位法王在麗江

木府作客，並經由麗江木氏之引介轉至雞足山朝山的情形。71 也就是說，木

增在雞足山建佛寺和請藏之舉並非突發事件，應將此事放在麗江木府土司在

滇藏蜀區域政治勢力的擴展，以及其和吐蕃之政教關係的脈絡下，才能理解

雞足山在整個川滇縱谷要道上的重要意義。 
正當木氏土官的政治與軍事地位到達巔峰之時期，二代土司木旺、木青

戰亡，僅留下孤子木增（1587-1646）。木增承襲土官職位時，年僅十一歲。72 

土官承繼制度中幼子繼位是置其世系於最危險的境地，當時，木增的母親羅

氏主要的職責便是全力保護幼子土官順利長大，並且鞏固土官的政治勢力。

木增母親羅氏是通州土知府的女兒，她鼓勵兒子木增向萬曆皇帝建言，在雞

足山頂興建一座為國家舉行祈福儀典的佛寺。木增承襲土司職位後，便以母

壽為由向萬曆皇帝請求建寺祝壽，以表達孝意。行孝道成為土官興建悉檀寺

的合理性基礎。這是雞足山悉檀寺建寺以前之麗江木氏土官的歷史境遇。 
以木氏在川滇藏三角地區的政治聲望與經濟實力來說，要在雞足山籌建

佛寺完全不是問題，但依明朝宗教政策規定，佛寺的總數受到嚴密管控，需

要官方許可才准興建新寺。在此政策下，木增直接向皇帝請求新建佛寺，將

建寺之訴求提高到最高的政治層級。萬曆四十五年（1617），木增以其母羅
氏壽誕為由向皇帝請建佛寺。但實際上，木增自備工役已建好了二座佛寺，

一座位於雞足山，另一座佛寺位在麗江芝山，但二寺建成卻未有寺額，所以

向皇帝請求賜給「寺額」。有意思的是，木增的母親羅氏在請求寺額事件中，

扮演重要的推手。文獻指出當時木增遵從母親羅氏的指示建寺，建寺經費源

自羅氏的嫁妝。羅氏認為供養佛寺可以協助身為人臣的兒子木增增加福報，

進而教誨其恪守忠君之道，而木增遵從母命所表現出來的孝道、忠道，到為

國祈福等等，在道德上完全不容質疑，而且也符合儒家正統的行為。所以，

木增以母壽為由，向皇帝請求寺額，很明顯是希望透過皇帝賜額來強化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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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聲望。除了建寺的合法性以外，木增也向皇帝保證：其母羅氏所捐的

嫁妝也將作為未來刊印《大藏經》的所有費用；他也會將雞足山附近祖莊捐

出作為寺院永久之常住田地，以確保作為國家祈福儀式之悉檀寺未來之經濟

基礎不虞匱乏。他向皇帝請藏的疏文中記載著其母羅氏咐囑他的遺志： 

ȨӺ࠾ᛒǴΓԽϐᙍΨǹઔ୯҉ტǴΓԽϐᜫΨǶրϐ֩ყǴࣁրࡌӽ

ӑǴࣹᅽշϦǴրደҞخǶȩԽ൧҆ڮǴܭᎃნᚊىӜξǴঅࡌઔ୯

ᔝᕝӽ܌Ǵܭύബტဃ྅ోںǶ٠௭߈ߕಷǴ҉ࣁதՐǶǾǾ

Ξ۬ݯξǴඳठమയǴࣁፏξวેϐےǶԽബࡌಞሺઔᙶܕග܌Ǵ҂

ᚒፎǴόඪᏰӜǶࢂԜΒӽǴԖՕႽǵႶԶคᙒǾǾᙣӢරᙠϐאǴ

ඪԾഢરπሽǴፎڇՕεᙒΒᙒǴںΒӽǴරከᇝ᎙Ǵаࣹࣤך

ඳၮϺߏӦΦǶ
73 

這裡寫得很清楚：「未經提請，不敢擅名」指的是木氏已將佛寺建好，只期望

皇帝賜以象徵性的寺額便可。後來，為答謝皇帝准許建寺，木增便在悉檀寺

另外興建萬壽殿，以致祝國之誠。74 除了「乞額」，還有「頒藏」一要事，他

將供奉《大藏經》以提高佛寺的地位。木增母親羅氏也早已備妥刊印《大藏

經》的經費，足以應付所有刻板與印工的工程。所有工程、經費以及儀式香

火之需皆已備足，最終惟需皇帝之允許應答即可。上述這段文字之重要性不

在於物質的要求，而是背後的象徵性意義：木氏想要興建一座由皇帝名義賜

予的寺額和大藏經，用來在邊境上建立土司和皇帝之間的直接關係。 
請賜寺額、賜藏，掛上寺額、藏經的製作完成，一共費時十餘年。天啟

初年，木增命僧道源法潤入京請藏經。天啟四年（1624），終獲敕頒藏經並
獲賜額「祝國悉檀禪寺」，其有碑云： 

ਞோᅟӦሻӧྏࠄǴКᎃՋޞǴۘՕ௲ǴԾܯςฅǶаЕቚࠩᆀǴҲ

҆ᛥМӬӳঅǴਈၚࡌӽǴៈ୯ՙ҇ǴڮႶញᕝ૧ৰៈǴࠩፎᙒǶ

၀ᙟǴϢႧ፥Ƕᅟۘځ୲๓ۺǴሦӝξႶกঅǴᏤ৴พӮǴ

ឍඦے௲ǶࣤკᎡڰǴဃϯၵ࠹ǶࠌǼࡺᒑǶ
75  

------------------------------------------ 
73  㛐⡆炻˨ 婳枺啷℠᷎Ḇ⮢⎵䔷 炻˩檀˪⽿ 炻˫⌟ 10炻枩 369-370ˤ 
74  ⎴ᶲ姣炻檀˪⽿ 炻˫⌟ 10炻枩 369ˤ 
75 ˨≹媕暚⋿⣏䎮⹄屻ⶅⶆ暆嵛Ⱉ䤅⚳〱㨨䥒⮢枺岄啷䴻䠹 炷˩1624炸炻˪ ⣏䎮⎊㚠炽慹

䞛䭯˫䫔 10 Ⅎ炻枩 126 ᶲᷕ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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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萬曆四十五年到天啟四年之間，木增延請僧人釋禪禪師（?-1632）負
責佛寺事務，派遣釋禪的弟子法潤和尚（1596-1670）帶著木增的書信，前
往京師進行交涉，請求皇帝頒寺額以及刊刻《大藏經》等諸事。法潤在京師

待了八年才獲皇帝欽賜之法藏，當他即將返回雲南時，皇帝又賜給其師徒二

人分別為僧錄司左善世與僧錄司左覺義僧官的頭銜。76 僧錄司是掌管全國佛

教事務的僧官，左善世與左覺義是屬六品官銜，師徒二人獲僧官的封賜更鞏

固了悉檀寺尊貴的政治與宗教地位。換句話說，經由頒賜悉檀寺之寺額，其

寺也需要有地位的住持僧人為朝廷與皇室進行祈福儀式，才足以匹配此寺院

之政治規格。重要的是，在皇帝心目中，敕文中提及的「導悟番夷」攸關教

化，這正是邊境土官的優勢。 
悉檀寺有了皇帝賜頒之寺額、《大藏經》以及僧官榮銜，已逐步地提高了

此寺在雞足山的政治地位。木增在呈給皇帝的疏文中，向皇帝保證將督責僧

人住持看守佛寺與藏經，並且「於每月朔望節序及聖誕日，雲集合山各寺僧

眾於萬壽殿，啟建無量壽道場，恭祝聖壽，永為定規」。77 木增所主持之悉檀

寺將「雲集合山各寺僧眾」於萬壽殿，每月朔望定期舉行慶賀活動，並在皇

帝聖誕等重要節日，為皇帝舉行祝壽之佛教儀式，此一承諾強化了悉檀寺在

整座雞足山諸佛寺中的領導地位。從悉檀寺建寺、請藏與僧官等爭取過程中，

可以看出麗江土司木增努力不懈地建立悉檀寺與朝廷皇室的關係，透過機構

性建置，如僧官身分以及公開定期的佛教儀式來鞏固其寺院在雞足山的政治

地位。對土司而言，由皇帝直接頒賜寺額和賜《大藏經》，是朝廷對土司地位

的肯定與優禮，而土司將在佛寺中為皇室祈福並定期舉行法會也是表達對中

心政治的認同。 
崇禎年間木增邀請徐霞客撰寫《雞足山志》，應放在這一連串的歷史事件

下來理解ȹ當外在勢力不斷進入山鄉社會之時，土司企圖鞏固他們在山鄉

既有的地位，進一步著手爭取歷史話語權。雖然李元陽在嘉靖《大理府志》

已經記載了許多大理之佛教勝境，但木增邀請徐霞客撰寫《雞足山志》，更加

------------------------------------------ 
76  夳哉㭭ᷕ炻˨ 暚⋿暆嵛Ⱉ⺢〱㨨⮢㛔䃉ᶲṢ姀 炷˩1624炸炻˪ ⣏䎮⎊㚠炽慹䞛䭯˫䫔 10

Ⅎ炻枩 128 ᶳ-129 ᶲˤ㳒⬿炻˨ 䘯㖶㫥岄䳓堋⣏ㆺ㱁攨㱽㼌䥒ⷓ⮎埴⸷ 炷˩1733炸炻夳

˪⣏䎮⎊㚠炽慹䞛䭯˫䫔 10 Ⅎ炻枩 144 ᶲᷕᶳˤ 
77  㛐⡆炻˨ 婳枺啷℠᷎Ḇ⮢⎵䔷 炻˩檀˪⽿ 炻˫⌟ 10炻枩 369-370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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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了土司在山鄉中的地位。木氏之積極推動山志，與其說是代表其自身的

利益，倒不如說是麗江木氏和姚安高氏雙方共同所面對的問題。 
大迦葉入定於雞足山的佛教傳說，其實並沒有引起太多的爭議，也不是

一個值得爭辯的典故傳說。但是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的是，大迦葉傳說

之所以得以根植人心，主要是奠基於當地土人的「明王」信仰。適值諸方勢

力進入雞足山興建佛寺，象徵土人傳統的明王血祀終於不敵愈來愈盛的佛教

力量，終被趕到雞足山山腳，成為當地之土主信仰。這整個過程尤其值得討

論，高《志》與范《志》皆有論及。下文將進一步說明。 

̱ăଂځͳ࢘זཧ็ᄲĈχᑝҕۥ!

大迦葉傳說雖來自於佛經的典故，但雞足山的大迦葉傳說得以流傳是源

自於「土人」傳統（native tradition）和土神（native deities）信仰。李元陽之
所以認定大迦葉在雞足山入定，主要是源自於當地父老的傳聞，而雞足山建

寺時也曾挖地得古碑傳載其事，這些立論來源是土人傳統。後來被文人用來

強化迦葉信仰的幾個地點，像是迦葉洞、迦葉殿，原先都是當地「土人」作

會之處。這些地點位於極其偏僻的角落，一般人很難到達，若要實地考察並

描述標誌其地理位置之時，非得當地土人嚮導並指示，否則不得其處。78 土

官高氏和阿氏在雞足山所興建的傳燈寺和袈裟院，便是在土人聖地與土人朝

山作會之地點上興建起來的。換句話說，他們興建佛寺，是在既有的土人傳

統上強化大迦葉傳說。 
北勝州土官高氏是捐建傳燈寺的大施主，此寺位於巨大石門華首門百步

之距的地方。79 鄧川阿氏土官所興建迦葉殿，其原址是土人朝山作會之處，

也是傳說中迦葉尊者守衣之處，所以，其寺名也稱為「袈裟」院。明中葉元

慶和尚在建寺因緣中指出，每年元旦之時「四方慕聖迹而來者以萬計」，往往

到山頂時，飢者待哺、渴者求漿，置炊無所，無休憩處。為了解決信徒無以

為繼之情形，元慶和尚鑿岩為殿，供土人休憩煮食。後來又因為朝山土人愈

------------------------------------------ 
78  㛶⃫春炻˨ 忲暆嵛Ⱉ姀 炻˩˪ ᷕ寧㔯普 炻˫⌟ 7炻枩 63ˤ 
79  㛶⃫春炻˨ 暆嵛Ⱉ徎叱昊姀 炻˩˪ ᷕ寧㔯普 炻˫⌟ 8炻枩 40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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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愈多，元慶之孫輩才在殿中鑄起銅佛像，使其略具完備，是為袈裟院。80 然

而，最早護持此迦葉殿道場的便是鄧川土官阿氏，且其世代為此院之大檀

越。81 雖然不清楚土官當時對大迦葉信仰的認知及內容是什麼，但二位土官

對土人朝山勝會的護持不遺餘力，可知土官和土人朝會是大迦葉傳說立論的

重要助力。 
土人朝山是地方盛事，但土人祭拜土神所採用的卻是血祀。自各方佛教

勢力不斷進入雞足山以後，萬曆年間發生了一椿佛教僧侶以血祀污穢為名，

將土神趕下山之重大歷史事件。雞足山之土神，范《志》稱為土主，高《志》

則稱之為明王。對范承勳來說，土主指的是土著之神，也是地方守護神；對

土官高奣映而言，他認為此神是明王。二本志書對土神採取不同的稱法，表

示了流官與土官對地方傳統的認識不同。所謂的明王信仰，是佛教護法神信

仰，前述明初地方碑刻已提到海東一地曾有孟州十八堂神，曾有大黑天神等

守護神被封賜在此地。大黑天神也是八大明王之一。高《志》認為昔日觀音

大士便帶來八大明王守衛靈（鷲）山。82 關於這種地方上的明王信仰，李元

陽也有所聽聞，他曾撰寫一篇文章提到嘉靖年間有僧人在山上建寺，掘地得

古碑，碑中有「明歌之坪」一詞，他解釋是「迦葉波領佛衣入定之日，八明

王歌頌之。」83 所以雞山一址「明歌坪」，便是佛教八大護法神歌頌之處。這

種護法神信仰源自於當地佛教化的山神崇拜，但此山神一直為當地之土人所

崇奉，信仰佛教的高奣映更願意以明王來稱呼祂們。理論上，土官與當地士

子也理解當地土人是用血祀的方式來供奉明王，只不過大理佛教傳統衰微與

守護神體系逐漸崩解之際，流官才視之為土神之一種。 
雞足山之土神廟有二座，高《志》中稱之為上明王殿與中明王殿。范《志》

則稱之為上土主廟與中土主廟。84 上明王廟，其址位於雞足山金頂，又稱為

阿育王廟，供奉阿育王三子；中明王廟，便是朝山作會之所在地，又稱為沙

------------------------------------------ 
80  㛶⃫春炻˨ 徎叱㭧姀 炻˩檀˪⽿ 炻˫⌟ 11炻枩 432-433ˤ 
81  㛶⃫春炻˨ 堰墇昊姀 炻˩˪ ᷕ寧㔯普 炻˫⌟ 8炻枩 42ˤ⍰炻檀˪⽿ 炻˫⌟ 5炻枩 199ˤ 
82  㒂檀˪⽿˫姀庱炻䔞⛘⁛婒ˬ奨枛⣏⢓⊾䁢ℓ⣏㖶䌳ẍ堃曰Ⱉ炻侴㹯⇯䌐㚦デ⣏湹⣑

䤆曰䔘炻㓭ẍ䈚慜䣨ᷳ侭グ慵ˤ˭檀˪⽿ 炻˫⌟ 3炻枩 153ˤ 
83  㛶⃫春炻˨ ⺢俾Ⲙ⮢ⷠỷ䠹姀 炻˩˪ ᷕ寧㔯普 炻˫⌟ 8炻枩 29ˤ 
84  檀˪⽿ 炻˫⌟ 5炻枩 224-225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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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天神廟，僧人元慶在籌建迦葉殿之寺基時，該地便已有此中明王廟。上明

王廟所供奉的阿育王是雲南地區古老的佛教傳說與地方崇拜，早在十三世紀

的《紀古滇說》已記載其事，在此不加以贅述。85 中明王廟供奉的是沙漠天

神，其傳說不知由來出處，尤難詳考。然而，在高《志》的〈迦葉殿〉與〈中

明王廟〉條目下，記載著二個不同的故事版本。在〈迦葉殿〉記載： 

ᙑԖβЬ྅Ǵ࣬ࣁᅃβЬǶځઓᇂΖεܴЦϐǴԾՋୱᒿोယ൧ޣ

ԿԜξៈݤǶ 

又〈中明王殿〉條下則記載如下： 

၁ԵϐᅃϺઓǴԾՋϺޞவ䬌ӭ൧ٰ֮ޣ३୯ǴڋܗᄤຫࢥᓪǴၱ

ឫϺઓර२ߐǶϺઓҥᇣǴ៝ៈҡߐയ㭉ǴаࡑोယрǴ䬌ӭǶࡕځ

ᜅߒᾠӭܭຫϐࠄǴҷᢀॣੌǴᡉ㭉ኜ੧ǴऀੇբԭΖϾǾǾҭ䬌ӭ

൧ޣᓨᒪϺઓࣁϐշΚǴϺઓᇂӭᡉᡫܭԜǴΏൻ߫аနଚǶ
86 

二條目皆源自於高奣映的山志，他同時採用沙漠土主與沙漠天神二種稱法，

也視之為八大明王之一。依據後文〈中明天殿〉內容來看，沙漠天神隨西天

竺毱多尊者來華首門，成為守護石門、等待迦葉的天神。後來，此天神又助

贊陀啒多在大理治水。這位贊陀啒多是大理古老的傳說人物，明中葉時他被

視為大理土僧的祖師，也被視為是開化鶴慶良田、治水有功的神僧。87 從這

二則敘事內容可知，土人試圖將天神信仰和佛教故事連結在一起，並以沙漠

天神轉化成為明王的形象出現在地方版的佛教敘事中。 
再者，前面一條是說沙漠土主是自西域隨迦葉而來，後者則又說沙漠天

神是隨毱多而來，使得迦葉和毱多尊者在二則傳說結構中的角色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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ᶨ炻ḇ㗗≺ᾉẘ㔯⊾䘬ᶨ䧖堐䎦ˤ㗗ẍ炻旧做䌳⺇⛐暆嵛Ⱉḇ⎗傥塓夾䁢㗗⋿姼⣏

䎮⚳㍐≽≺ᾉẘ䘬ὅ㒂ᷳᶨˤ⍫夳⎌㬋伶炻˨ ⋿姼ˣ⣏䎮䘬ἃ㔁⺢⚳ᾉẘ 炻˩˪ ⽆⣑

䌳⁛䴙⇘ἃ䌳⁛䴙烉ᷕ⚳ᷕᶾἃ㔁㱣⚳シ嬀⼊ン䞼䨞 炷˫冢⊿烉⓮␐↢䇰䣦炻2003炸炻
枩 425-456ˤ⍰炻旧做䌳⁛婒䳸㥳冯大⋿䌳㪲䲣嬄斄Ὢ䘬䞼䨞炻⍫侫㊁ἄ炻˪ 晙啷䘬

䣾⃰烉⥁楁⚳䘬⁛婒䣦㚫 炷˫⊿Ṕ烉ᶱ倗㚠⯨炻2007炸炻䫔 2 䪈炻枩 18-47ˤ 
86  檀˪⽿ 炻˫⌟ 5炻枩 199ˣ224-225ˤ 
87  崲㜸⍇Ἦ㗗㊯屻ⶅᶨⷞ炻Ữ⋿姼㗪怟崲㜸悐⇘⊿㕡⊿⊅ˣ渿㰇ᶨⷞ炻ẍ⇘Ḯ⋩ℕᶾ

䲨㗪渿㰇⍰㚱崲㜸ᷳ䧙炻侴崲㜸ᷳ⋿ὧ㗗浜ㄞˤ 



160 ᅕᏰंـ 33 ڢ 3  

而毱多尊者和啒多尊者是一組衍生的概念。從大理國張勝溫所繪之〈大理國

梵像卷〉與明末《雞足山志》二版本所繪的僧人形象，土僧祖師贊陀啒多與

迦葉尊者二者也很可能是彼此相互重疊的。（參見圖二、三）不論毱多、迦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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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贊陀啒多的形象如何衍生、分化至轉化，沙漠天神守護諸尊賢，有功於越

析、鶴拓一帶，是整個故事中不可被忽略的情節。其引文中所謂的越析與鶴

拓，皆為大理地區之古地名，分別指麗江至大理一帶之地區。此土官觀點的

天神敘事，不只拉攏了佛經故事，也肯定地方土人的信仰。從中可知，大迦

葉的角色完全不是敘事的重點，但大迦葉華首石門卻足以合法化當地土神沙

漠天神、具有地緣關係的神僧西天竺毱多尊者以及贊陀啒多的傳說，不僅將

土神與土僧的祖師傳說串連在一起，也將周遭土官地區的傳說整合在大迦葉

的傳說體系之中。那麼，天神以及葷酒血祀的傳統，顯然是土官可以理解的

地方傳統。 
相對地，范《志》〈中土主廟〉一文記載：「祀沙漠土主，相傳此神自西

域隨迦葉尊者至此，又稱為迦葉土主云。」88 和前者比較之下，范《志》簡

化了地方敘事的諸多細節，包括了西天竺的毱多尊者、贊陀啒多以及降龍治

水的情節。其文中指出了沙漠土主是自西域隨迦葉來的守護神，「又稱為迦葉

土主云」，甚至出現沙漠土主就是迦葉土主的說法。很明顯地，范《志》試圖

簡化地方傳說，刪除地方詭怪、不足錄入志書的情節。若再與後來高《志》

之引文所採用的八大明王之說一起比較，更可看出范《志》對地方佛教傳統

的抑制，內容略去了天神、西天竺毱多尊者與土僧的傳說，甚至泯除土主神

的天神性格，取而代之的是迦葉土主。這些種種都化約地方傳說的內容，用

以符合官員以及正統佛教敘事的版本！ 
如果綜合高《志》與范《志》二本志書對中明王廟的傳說敘事來分析，

會發現代表土著眼光的高《志》強調雞足山明王之一的沙漠天神，共同守護

了贊陀啒多與迦葉。贊陀啒多的形象在明中葉以來成為鶴慶、麗江與騰衝等

地重要傳奇人物，被塑造為大理之土僧祖師。89 對逐漸被漢地禪宗勢力所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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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的雞足山而言，禪宗始祖迦葉祖師的地位也如日中天。從天神信仰到明王

信仰，再從明王轉變成大迦葉道場的過程中，供奉沙漠天神的中明王廟，也

成為一個整合大理佛教土僧世系及漢傳禪宗世系雙重正統的敘事場域。 
再者，靈驗是此明王信仰的特色，也是聖山名聲得以傳播的重要條件。

僧人元慶和尚建好迦葉殿時，曾請李元陽撰寫碑記。奇怪的是，李元陽在迦

葉殿碑記並沒有描寫佛教之迦葉尊者與此殿的關係，但對這位靈驗的明王卻

多所著墨。他以「伽藍神」與「土主」來稱呼這位後來被稱為沙漠天神的明

王，碑中記載：李元陽在年輕時入雞足山，當他初抵山寺時，便有山僧出門

遠迎。李元陽甚感怪異，而山僧指半夜「土主」報鐘，告之以異人到訪，是

以僧人一早起來迎接，便遇李元陽此貴客。李元陽以此為神異，故載之於碑

中。李元陽當時名其神為伽藍神，又引山僧之言稱之為「土主」。90 這也就是

高《志》中所指的明王。所以元慶所建之迦葉殿，也就是在此土主神的廟基

上建立起來的。 
每年元旦之時，土人舉行大規模的朝山聖會，聚此共祭天神，所以沙漠

天神廟（即中明王廟）原來就是一座循俗血祀的天神廟。據高《志》撰，這

沙漠天神「循俗祀以葷酒」。在這樣的土人崇拜土神的基礎，元慶和尚在血祀

之明王殿旁建一草宇，鑄迦葉銅像、募建迦葉殿，也才逐漸形成明王血祀崇

拜與迦葉殿並立的情形。 
明清以來許多文人雅士遊雞足山在提到迦葉殿時，大多也會留意到當時

迦葉殿的天神護法在土人朝山時所扮演的角色。91 正因如此，不同的纂志者

在論及迦葉殿時，也都附帶地論及此天神之起源、性質以及傳說等等。如果

將土官角色、土人傳統和迦葉殿的修建與擴大的過程放在一起討論，那麼，

我們幾乎可以看到早期土人和土官長期在雞足山活動的情形。92 然而，隨著

雞足山佛寺勢力愈來愈有系統之時，沙漠天神信仰也逐漸邊陲化，終為迦葉

殿的佛教勢力所取代。 
隨著各方佛教僧侶勢力不斷湧入雞足山，血祀的明王天神信仰也逐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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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到山下去。93 高《志》記載：萬曆十五年，一位名為澹確的秦僧向御史胡

公控訴，指雞足山為佛門清淨之地，不應血祀，因此希望透過官府的力量將

中明王沙漠天神廟移到雞足山山腳下。崇禎年間，復有陝西僧人也以血祀為

由，請求將雞足山金頂上明王廟（即阿育王廟）的天神也遷往山下。94 前者

遷到山腳成為下土主廟，後者在當時則未果。95 
雞足山當地還流傳著明王託夢的故事，說明了這次的遷神活動曾經引起

土人極大的恐慌。傳說中，明王將被移往山下的當晚，明王託夢給雞足山諸

寺僧侶以及四方之齊民百姓，向其訴說：「吾為老陝所控，已移於山下，今後

不得赴迦葉殿祀我。」由於雞足山眾僧與山下老百姓皆作了同一個夢，隔日

清晨，山下百姓不約而同依照明王夢中所託之事，紛紛上山迎接明王下山。96 

明王託夢故事的真偽與否並不重要，值得關注的是雞足山諸志皆錄其事，堪

稱雞足山的重大記事，其神跡歷歷在目，史冊不得不載。明王傳統原來是護

持迦葉尊者，但因愈來愈興盛的佛教勢力將此血祀的明王趕到山下，透露了

後來新興佛教正統勢力排擠土人佛教護法天神血祀祭儀的傳統。這個故事提

供了地方「土人」在整個朝山活動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迦葉傳說如何在古老

佛教祖師與天神信仰的基礎上脫穎而出的過程。 

˛ăඕ! ኢ!

本文主要從大理山鄉與土官政治的角度來討論雞足山的形成。雞足山之

崛起，或許可被視為明末禪宗在大理興盛的一個側面。然從根植於當地社會

的歷史境遇來看，其真正的意義是：當明朝統治力量進入山鄉之時，佛寺的

興建提供了一套容納不同身分、文化與政治利益相互協調的機制，雞足山的

傳說與敘事內容也提供一套豐富的歷史符號與語言，使不同人群得以透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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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符號的操作找到共同相處的文化模式。本文特別著重於地方歷史的境遇，

尤其是四周土官藉由參與官府打擊山鄉夷民動亂的機會，將勢力擴張到山

鄉，透過興建佛寺來鞏固政治聲望與建立地方網絡。在整個過程中，先有鄧

川阿氏土官在土人朝山之地修建迦葉殿以及北勝州高氏土官所護持之傳燈

寺。後續則有麗江土司木增建立悉檀寺、請賜大藏經、封賜僧官等等，乃至

於帶領雞足山各寺僧眾定期為皇帝與國家進行祈福儀式等等，可知他們逐漸

將雞足山塑造成一個象徵土官儀式正統地位的聖地。麗江土司木增邀請徐霞

客撰寫山志、清初姚安土官高奣映再度親自編纂山志，二位土官的企圖不僅

是興建佛寺、鞏固地方勢力，還包括了爭取山鄉的歷史話語權。 
在這個過程中，土官勢力進入到山鄉，官府也企圖採取佛教儀式來整合

剛被平定下來的山鄉社會，從慶豐寺、水月觀音寺的興建，到雞足山寺院勢

力的延伸等等，得知雞足山寺僧在四周山鄉社會的角色。至今，雞足山四周

的許多村落，還保留以雞足山為中心的歷史敘事與村落神明的故事。當然，

另一股外來形塑雞足山的重要力量，是外來禪僧乃至明末遺民。從外省來到

雞足山的禪僧接踵而至，明末遺民逃禪乃至永曆帝南逃至滇地，又使得雞足

山引起更多的注目。 
這座充滿靈驗異跡的青巔山轉型為雞足山大迦葉聖地之時，不僅滿足官

府治理山鄉與教化的政治需求，也滿足禪僧與遺民隱遁的宗教需求。但大多

數人都忽略了雞足山本質上是大理四周土官社會用來面對政治變化的一種文

化設計。明末文集曾流傳「雞山以莊田而俗」97 之刻板印象，實際上，雞足

山之俗不在於佛寺過度仰賴世俗之土地，而是本質上，雞足山聖地是各種不

同勢力在政治競爭的過程中衍生出來的一種謀略。筆者並非否認其在宗教上

之意義，而是想要突顯一個事實，即神聖與世俗並存的雞足山正顯出了土官

社會所遇到的區域政治結構性問題：重塑聖地以及佛寺的建立，是鞏固地方

勢力，也是實踐地方歷史的傳統，同時，這也是他們用以面對現實世界的一

種文化策略。當外來力量衝擊區域社會政治生態之時，他們透過強化地方的

神聖性來抵制，或用相反的方法來說，以更積極的方式來爭取地方歷史敘事

權。無論他們要用大迦葉、天神或是地方尊崇的祖師等等象徵性符號來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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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對土官社會來說，其真正的意義是，這些符號有助於他們重構區域之

政治秩序以及地方利益。當然，對明朝官府而言，山鄉難以治理，容易被摒

棄成為盜匪之窟，一旦加以治理，也必須仰賴地方傳統與既有之政治秩序來

維持之。總言之，土官、地方文人以及撫滇官員們在治理山鄉社會時，有意

識地透過佛教儀式的力量來鞏固山鄉社會秩序，使得雞足山聖地的塑造成為

一種集體的文化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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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s of Native Officials in the Mountains: 
Shaping a Buddhist Sacred Site in Southwest China 

Lian Ruizhi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Chicken Foot Mountain 暆嵛Ⱉ in Yunnan 
was shaped into a Buddhist sacred site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and 
describes the strategies utilized by native officials (tusi ⛇⎠) to strengthen 
their ascribed status. The Ming state gradually extended its influence into 
southwest China’s mountain areas in order to bring material resources under 
its control, resulting in conflicts between mountain populations and lowland 
farmers that frequently required the intervention of native officials. During the 
same era, a local mountain in the Dali ⣏䎮 area came to be popularly 
identified as Chicken Foot Mountain, renowned as the favored meditation site 
of the Indian Buddhist Saint, MahƗkƗĞyapa, and many Buddhist temples were 
built in the area by native elites. Worship at Chicken Foot Mountain was 
eventually brough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Ming state. However, the real 
concern behind these ritual institutions was to establish control over a huge 
quantity of mountain resources, land and trading routes.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as commerce increasingly impacted southwest China, the formation of 
orthodoxy and its accompanying institutions in the mountain areas legitimatized 
native officials’ traditional privileges. 
Keywords: Chicken Foot Mountain, Dali mountain area, Buddhist sacred 

site, native official (tusi ⛇⎠),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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